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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不同生境对大气颗粒物

沉降的调控作用

张    璇      周士钧      兰怡杭      张文婕      孙一丹      刘佳凯      张振明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目的】探究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不同生境对大气颗粒物沉降的调控作用，阐明沉降过程对地表环境与气象条件变

化的响应机制。【方法】基于 2025年 4月在光滩生境（光滩站）、植被生境（植被站）和潮沟生境（潮沟站）布设的 3台多高

度自动气象观测站所获取的大气颗粒物浓度、气象因子及滩面水位数据，采用 Kruskal-Wallis检验、Dunn事后比较和

Spearman相关分析，评估不同生境间沉降通量的差异及其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利用广义加性模型（GAM）

定量分析风速、风向、相对湿度、滩面水位和温度对 PM2.5、PM10 和 TSP沉降通量的贡献，进一步揭示关键环境因子与沉

降通量之间的非线性响应特征。【结果】不同生境间颗粒物沉降通量差异显著（p < 0.001）。植被站更有利于 PM2.5 和

PM10 沉降且通量稳定性较高，而光滩站对 TSP沉降更为有利但波动较大。相对湿度是影响颗粒物沉降的主导因子，在

植被站对 PM2.5 和 PM10 的贡献率最高，分别为 23.53% 和 22.91%；同时，相对湿度在多个生境中对颗粒物沉降通量表现

出显著非线性影响。此外，风速和风向也是重要影响因子，较高相对湿度与东南风条件共同促进颗粒物沉降。【结论】黄

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不同生境可通过改变近地层微气象条件调控大气颗粒物沉降过程。相对湿度在沉降中发挥主导作用，

风速和风向次之，且不同生境具有差异化的沉降调控机制。主导环境因子与沉降通量间普遍存在显著非线性响应关系，

并对应特定的有利沉降取值区间。本研究可为滨海湿地大气颗粒物沉降过程评估、生态功能提升及湿地环境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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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habitats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coastal
wetlands  on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and  to  clarify  the  responses  of  deposition  fluxes  to
variations  in  surface  environmental  and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Method]  Data  on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concentrations, meteorological variables, and tidal flat water levels were collected during
April 2025 using three multi-level automatic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systems deployed at the Tidal Flat
Station, Vegetation Station, and Tidal Creek Station. Differences in deposition fluxes among habitat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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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ed  using  Kruskal-Wallis  tests  with  Dunn’s  post-hoc  comparisons,  while  relationships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analyzed using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On this basis, a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  (GAM)  was  further  employed  to  quantify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wind  speed,  wind  direction,
relative  humidity,  tidal  flat  water  level,  and  temperature,  and  to  characterize  nonlinear  responses  of
deposition  fluxes  to  these  factors. [Resul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fluxes
were  observed among habitats  (p <  0.001).  The  Vegetation  Station  exhibited  higher  deposition  fluxes  and
greater  stability  for  PM2.5  and  PM10,  whereas  the  Tidal  Flat  Station  showed  higher  TSP deposition  fluxes
with greater variability. Relative humidity was identified as the dominant factor affecting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Its  contributions  to  PM2.5  and  PM10  deposition  at  the  Vegetation  Station  reached  23.53%  and
22.91%,  respectively,  and  relative  humidity  exhibited  significant  nonlinear  effects  on  deposition  fluxes
across  multiple  habitats.  In  addition,  wind  speed  and  wind  direction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regulating
deposition,  with  higher  relative  humidity  conditions  and  southeasterly  winds  synergistically  favoring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Conclusion] Different  habitats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coastal  wetlands
can  regulate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processes  by  altering  near-surface  micro-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Relative  humidity  plays  a  dominant  role,  followed  by  wind  speed  and  wind
direction,  and  different  habitats  exhibit  distinct  deposition  regulation  mechanisms.  Significant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were generally observed between domina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deposition fluxes, with
specific optimal value ranges favoring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The findings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valuating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processes,  enhancing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oastal wetlands.
Key  words: coastal  wetlands;  GAM;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flux;  relative  humidity;
nonlinear response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气颗粒物污染已成

为威胁生态环境治理和人类健康的重要环境问题之

一。可吸入颗粒物，尤其是 PM2.5 和 PM10，能够在大

气中长时间悬浮，并随气流从污染源扩散到周围区

域。人体暴露于较高浓度颗粒物环境中，可能引发

气管细胞损伤、炎症反应、肺免疫功能下降，并增加

传染性病原体入侵等风险[1]。同时，大气颗粒物也是

多种有毒物质的重要载体，如重金属等污染物可附

着于颗粒物表面并随其进入人体，进而干扰细胞正

常生理功能，产生中毒或致癌风险[2]。因此，明确大

气颗粒物在近地层环境中的输送、沉降与去除过程，

对理解颗粒物污染的环境效应及其生态风险具有重

要意义。

大气沉降是大气与水体、土壤和植被等地表界

面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大

气中污染物向地表生态系统迁移的重要途径[3]。大

气颗粒物沉降过程主要包括干沉降和湿沉降两种方

式，其输送强度可用沉降通量表征。沉降通量一般

指单位面积、单位时间内沉降到地表的污染物质量，

不仅反映了颗粒物向地表生态系统的输入强度，也

是连接大气过程与地表环境效应的重要指标[3−4]。颗

粒物沉降过程受多种环境因素共同影响，其中气象

条件是决定其输送、扩散及沉降特征的重要驱动因

素。气象因子是影响大气颗粒物沉降的关键因子[5−6]。

通过气象因素扰动的数值模型实验表明，气温升高、

相对湿度增大及风速减弱等因素往往会导致 PM2.5

浓度发生变化 [5]。Zhao等 [7]的研究表明，高风速和

24 h气压变化有利于 PM2.5 的扩散和稀释，特别是

在中国南方的冬季。张莉等[8]的研究表明，城市林地

对大气颗粒物的削减效应与相对湿度和温度呈正相

关。Donateo等[9]在阿拉斯加雪面上的研究表明，颗

粒物通量与气象条件呈现显著相关性，风驱动湍流

直接影响气溶胶沉降过程，尤其在地表冷却加剧、温

度逆温强烈（且浮力显著降低）的时段表现尤为明显。

这些研究表明，气象因子主要通过影响湍流结构和

扩散条件调控颗粒物输送与交换过程。此外，颗粒

物本身的物理性质也会影响其沉降过程。不同粒径

的大气颗粒物之间的沉降效果存在明显差异[10]，粒

径变化会影响颗粒物的布朗运动、重力作用、拦截和

撞击等微物理过程，影响颗粒物沉降速度，进而改变

大气颗粒物的沉降效果[11]。

目前，关于大气颗粒物沉降过程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森林、草地、农田及城市等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

而对滨海湿地等具有复杂下垫面和显著水文扰动特

征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滨海湿地位于陆海交互作

用强烈的过渡地带，受到海陆风、潮汐动力、地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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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水位变化和植被分布等多重因素影响，区域内物

质输送和交换过程复杂。已有研究表明，大气颗粒

物表面可吸附微塑料、营养盐及重金属等多种物质，

并可通过大气沉降进入湿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从而

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潜在影响[12]。Walters等[13]发现，

大气颗粒物沉降时携带的微塑料颗粒会被河口潮间

带的滤食性贝类生物吸收进入食物链，对高营养级

生物和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Liu等[14]研究发现，

大气颗粒物浓度的提升会显著增加大气中微生物数

量，并可能进一步影响水体微生物群落。Liu等[15]发

现，大气氮沉降是东亚滨海湿地氮输入的主要来源，

与湿地碳封存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时空耦合关系。

受潮汐动力与气象条件共同作用，潮汐运动引

起的水位变化和地形改造塑造了滨海湿地特殊的地

表条件和植被条件 [16]，进而影响近地面沉降过程。

这些特征表明滨海湿地具有较大的颗粒物削减潜力。

不同生境中气象因素变化、水位起伏及植被覆盖差

异等特征变化，均会引起湍流运动和地表粗糙度变

化[17]，进而影响近地表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但其影

响强度和具体响应机制都亟待深入研究。上述过程

均与大气颗粒物在大气–地表界面的沉降密切相关，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不同生境条件下颗粒物沉

降过程的差异性及其调控机制。

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是我国典型的陆海交互作

用强烈区域，湿地类型多样，生物多样性较高，生态

功能较为复杂，在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中具

有重要作用[18−20]。同时，黄河三角洲地处胜利油田

开发区，区域内人为排放源较为集中。油田开采及

相关工业活动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为光化

学反应的重要前体物，在高温及强光辐射条件下参

与 O3 生成，造成大气氧化性提升，并进一步影响二

次颗粒物如 PM2.5 的生成过程[21−22]。近年来，黄河三

角洲区域 PM2.5 污染总体有所改善，但 O3 污染问题

仍较为突出[22]，PM2.5 与 O3 复合污染现象仍时有发

生[23]。此外，在取暖季，受区域输送和局地排放叠加

影响，部分时段仍可能出现大气颗粒物浓度升高甚

至超标现象。因此，研究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不同

生境条件下大气颗粒物沉降过程及其与复杂地表环

境和气象条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对陆海过渡

带颗粒物输送与沉降过程的认识，并为黄河三角洲

湿地生态保护与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此，本文以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为研究区

域，选取潮沟站、植被站和光滩站 3种典型生境为研

究对象，从沉降通量角度分析 PM2.5、PM10 和总悬浮

颗粒物（total suspended particles，TSP）3种颗粒物在

不同生境中的沉降特征及其对主要环境因子的响应

差异。通过探讨不同生境中颗粒物沉降过程的显著

差异，以及温度、相对湿度、风速和滩面水位等环境

因子在不同粒径颗粒物沉降过程中的贡献特征，进

一步阐明不同生境通过改变地表粗糙度、水文条件

及近地层微气象环境对颗粒物沉降的调控作用。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山东省东营

市黄河入海口处。该区域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

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春季回暖快，风大且多，

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夏季气温高，降水集中，气候

湿热；秋季气温骤降，雨量锐减；冬季寒冷干燥。本

研究区域位于 37°47′22″ ~ 37°48′11″N，119°07′49″ ~
119°08′15″E，具体位置如图 1a所示。

 1.2    研究方法

 1.2.1    样地布设

本研究在区域内选取 3种典型生境，分别命名

为潮沟站、植被站和光滩站。潮沟站（37°47′22″N，
119°07′49″E）位于潮沟边缘，东侧地表仅零星分布少

量盐地碱蓬（Suaeda salsa），植被处于萌芽期，分布

不均匀。生境西侧约 2 m处为常年积水潮沟，潮沟

宽度约 6 m。受潮汐作用影响，潮沟水位呈现明显的

周期性变化，水位变化范围约为 10 ~ 50 cm。植被站

（37°47′44″N，119°08′00″E）距潮沟约 10 m，生境内

盐地碱蓬为优势种，植被分布相对均匀，覆盖程度明

显高于潮沟站。调查期间盐地碱蓬处于萌芽期，植

株高度约为 12 ~ 15 cm，地表洞穴分布较为密集。光

滩站（37°48′11″N，119°08′15″E）为裸露滩涂区域，地

表无植被覆盖，沉积物以细颗粒泥质沉积物为主，地

表螃蟹洞分布密集。该生境最靠近海岸，因此受潮

汐涨落影响较为剧烈。3种生境空间距离较近，区域

气候背景基本一致，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尺度气

象条件差异对比较结果的影响。

3种生境内各布设 1台多高度自动气象观测站

（NL−610−WX，北京农林科源电子仪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气象站），具体位置见图 1b。每台气象站均配

备型号一致的颗粒物浓度和气象观测设备，用于监

测大气颗粒物（PM2.5、PM10、TSP）浓度及气象参数

（温度、相对湿度、风速、风向）；滩面水位则利用

HOBO水位计测量，传感器相关参数见表 1。气象站

于 2025年 4月 1日开始运行，所有传感器均通过太

阳能供电系统与数据采集终端连接，现场数据通过

4G网络实时传输至后台服务器。

本研究野外观测时段为 2025年 4月，该时期处

于春季过渡阶段，研究区气象条件变化较为频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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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风向及相对湿度波动剧烈，大气颗粒物输送与沉

降过程较为活跃，可较好揭示环境因子对沉降过程

的作用特征。因此，选择该时段开展研究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但受限于观测时间尺度，研究结果主要

反映春季特征，未来需通过多季节长期观测进一步

检验相关结论的稳定性与普适性。

 1.2.2    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计算方法

空气动力学粗糙度 z0 是指在中性层结条件下，

将近地层风速廓线外推至风速为零时对应的理论高

度[24]。该参数表征下垫面对气流的阻滞作用及湍流

交换能力，反映地表对风速的削弱效应，是描述近地

层风场结构的重要参数。

基于 π理论和混合长理论可知，在大气中性层

结条件下（即热力稳定作用较弱、湍流主要受机械作

用控制时），近地层风速廓线随高度呈对数分布，即

u =
u∗
κ

ln
z−d
z0

(1)

u∗式中：u 为对应高度上的风速（m/s）； 为摩擦风速

（又称风速尺度）；κ 为 Von Kármán常数，一般取值

0.4；z 为测量高度（m）；d 为零平面位移（m），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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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研究区域图；b. 气象站布设图；c. 光滩站；d. 植被站；e. 潮沟站

图 1    研究区域图

Fig. 1    Map of the study area
 

表 1    主要仪器表

Tab. 1    List of major instruments

传感器 布设层数 布设高度/m 主要测量数据和单位 记录频率/(min−1） 观测时间

风速传感器 3
1.50
2.75
4.00

风速（m/s） 1

2025年4月1—30日

风向传感器 1 4.00 风向（°） 1

温湿PM TSP一体式传感器 2 1.50
4.00

温度（℃）、相对湿度（%）、PM2.5（μg/m3）、
PM10（μg/m3）、TSP（μg/m3） 1

温湿PM一体式传感器 1 2.75
温度（℃）、相对湿度（%）、PM2.5（μg/m3）、
PM10（μg/m3） 1

HOBO水位计 1 0.00 水位（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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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植被高度整体较低，且不同生境间均采用统

一的风速廓线计算方法，为保证通量计算结果的可

比性，本研究在通量计算中统一采用 d = 0的简化处

理；z0 为空气动力学粗糙度（m）。
式（1）可改写为式（2）。

u =
u∗
κ

ln (z−d)− u∗
κ

lnz0 (2)

可得拟合方程为

u = a lnz0+b (3)

令 u=0，可得

z0 = exp
(
−b

a

)
(4)

基于 Monin−Obukhov 相似度理论，通过测量不

同高度同一时刻测量的风速剖面和温度剖面数据，

利用最小二乘法结合式 3和式 4，即可获得空气动

力学粗糙度估算值[25−26]。

沉降通量定义为单位时间内单位地表面积接收

的大气颗粒物质量。在常通量层假设下，根据湍流

输送理论，大气颗粒物干沉降通量（F）[27−28]可表示为

F = −K
∂c
∂z

(5)

∂c
∂z

∂c
∂z

式中 ：F 为干沉降通量 （μg/（m2·s）），K 为垂直湍

流扩散系数（m2/s）， 为颗粒物浓度的垂直梯度

（μg/（m3·m））。本研究中，TSP浓度仅在 1.50 m和

4.00 m处进行测量，因此分别选取 1.50 m和 4.00 m
处的 TSP浓度数据进行计算。对于 PM10 或 PM2.5，

本研究在 1.50 m、2.75 m及 4.00 m处均进行了测量，

因此采用线性回归，浓度的垂直梯度 由线性拟合

斜率得到。

Ψm

在中性层结条件下，K 可以通过风速廓线直接

求得，但在实际大气中，该条件往往难以满足。因此，

常引入无量纲稳定度函数（ ）进行修正[29]。

K =
κu∗z

Ψm

( z
L

) (6)

Ψm

Ψm

( z
L

)式中： 动量无量纲稳定度修正函数，L 为 Monin-

Obukhov长度。对于湍流扩散系数 ，根据 Dyer

等[30]提出的公式。

Ψm

( z
L

)
=



(
1−16

z
L

)−1/2
,

z
L
< 0(

1+5
z
L

)
,

z
L
> 0

1,
z
L
= 0

(7)

u∗

在中性层结条件下，基于对数风速剖面，可根据

如下结果计算摩擦风速（ ）。

u∗ =
κU(z)

ln(z/z0)
(8)

U(z)式中： 为平均风速（m/s）。
L 则通过温湿度梯度计算如下所示。

L = − u3
∗T

kgH/(ρcp)
(9)

cp

式中：T 为平均温度（K），H 为感热通量（见式 10，通
过温度梯度计算），g 为重力加速度（9.81 m/s2），ρ 为

空气密度 （1.225  kg/m3）， 为定压比热容 （1  005
J/（kg·K））。

H = −ρcpKh
∂T
∂z

(10)

Kh为近似的热扩散系数，根据式（11）进行估算。

Kh ≈ u∗Lz (11)

式中：Lz 为近地层湍流混合尺度。由于 Lz 难以直接

测量，本研究采用测量高度范围 zmin 和 zmax 的高度

差近似估算湍流混合特征尺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12）。

Lz = zmax− zmin (12)

式中：zmin 和 zmax 分别为采样高度最小值和最大值（m）。
本研究所采用的颗粒物浓度及气象数据来源自

连续自动观测，未剔除降水过程。因此，计算所得沉

降通量反映了干、湿沉降共同作用下的综合效应。

 1.2.3    统计分析

在分析不同生境颗粒物沉降通量差异前，首先

对各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Shapiro-Wilk）和方差齐

性检验（Levene）。结果表明，数据不满足正态性及

方差齐性假设。因此，采用 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

验分析 PM2.5、PM10 和 TSP沉降通量的差异性；当

总体差异显著（p < 0.05）时，进一步使用 Dunn事后

多重比较并结合 Bonferroni校正对各站点间差异进

行两两比较。

为探究沉降通量与环境因子间的关系，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评估 PM2.5、PM10 和 TSP与

风速、风向、相对湿度、滩面水位及温度的相关性，

显著性水平设定为双侧 p < 0.05。此外，采用广义可

加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GAM）分析环境

因子与沉降通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中，自变量

包括风速、风向、温度、相对湿度及滩面水位，响应

变量为 PM2.5、PM10 和 TSP沉降通量。模型采用惩

罚样条函数构建平滑项，并通过限制最大似然法

（REML）估计参数；平滑参数基于数据特征自适应

选择，最大自由度设定为 k = 5。模型性能通过决定

系数（R2）评估，各平滑项显著性通过有效自由度

（effective degrees of freedom，Edf）、F 值及对应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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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为评估各环境因子对沉降通量的相对贡献，

采用逐变量剔除法构建子模型，通过比较剔除前后

模型 R2 的变化（ΔR2）量化变量贡献。综合以下判据

识别关键影响因子：（1）R2 较高（ > 35%）；（2）Edf大
于 3，表征较强非线性结构；（3）p < 0.05；（4）ΔR2 相

对较高。满足上述条件的环境因子被纳入关键影响

因子集合，并用于后续偏效应（partial effect）响应曲

线的绘制。以上所有统计分析及图表绘制均在 R
4.3.2中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生境上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的分布特征

不同生境中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分布特征如

图 2所示。Kruskal-Wallis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生境

间相同粒径颗粒物沉降通量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植被站沉降通量整体表现为较高正值，而潮

沟站和光滩站多表现为负值，说明其净通量以向上

输送为主，再悬浮作用相对较强。不同粒径颗粒物

的沉降通量也存在差异，可吸入颗粒物 PM2.5 与

PM10 的沉降分布特征较为一致，而 TSP与二者差异

较为明显，且表现出比可吸入颗粒物更强的变异范

围。对于 PM2.5 和 PM10，植被站沉降通量中位数分

别为 0.125 和 0.271 μg/（m2·s），平均值分别为 0.167
和 0.490 μg/（m2·s），均为正值。

Dunn事后检验结果表明，植被站与潮沟站和光

滩站之间差异显著（p < 0.05）。潮沟站沉降通量整体

呈左偏分布特征，3种颗粒物中位值分别为−0.052、
−0.047和−0.382 μg/（m2·s）。光滩站 TSP沉降通量最

高，均值为 0.683 μg/（m2·s）。该生境上 TSP变异范

围（SD = 3.14）明显高于两种可吸入颗粒物（SD分别

为 0.70和 0.92），潮沟站表现出与光滩站类似的波

动特征，而植被站 3种颗粒物的沉降通量变异程度

相对接近。

 2.2    不同生境环境因子对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的影

响差异

研究期间，不同生境的环境因子存在一定差

异 （表 2）。总体而言，潮沟站风速最大 （（6.35  ±
3.92）m/s）且波动幅度较大，植被站风速相对较低

（（5.32 ± 3.04）m/s），光滩站风速介于两者之间。3种
生境间的风向差异较为明显，光滩站平均风向为

（221.76 ± 90.00）°，而植被站则为（123.42 ± 72.90）°。
在相对湿度方面，光滩站最高（（60.42 ± 14.46）%），潮
沟站最低（（56.59 ± 19.23）%），但整体差异较小。滩面

水位在潮沟站和光滩站较高（分别为（0.27 ± 0.14）m
和（0.28 ± 0.34）m），植被站最低（（0.07 ± 0.07）m），反
映出不同生境水文条件的明显差异。温度在 3个生

境间变化较为一致，差异相对较小。

图 3展示了不同生境中 5个环境因子（风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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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001 表示 Kruskal-Wallis 总体检验结果；* 表示 Dunn 事后比较差异显著（p < 0.05）。

图 2    不同生境下 3种大气颗粒物的沉降通量

Fig. 2    Deposition fluxes of three types of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in different habi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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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相对湿度、滩面水位和温度）与 3种颗粒物沉降

通量之间的 Spearman相关关系。总体而言，不同生

境中环境因子与颗粒物沉降通量的相关性存在显著

差异。其中，潮沟站中达到显著相关水平的环境因

子数量相对较多，而植被站和光滩站则相对较少，且

分布特征差异明显。就环境因子而言，相对湿度和

温度与颗粒物沉降通量在多数情况下呈现显著相关，

风向和滩面水位次之，风速的相关性相对较弱。此

外，PM2.5 和 PM10 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特征较为一

致，而 TSP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则表现出一定差异。

潮沟站中，环境因子与颗粒物沉降通量之间的

相关性最为显著。风向、相对湿度、滩面水位和温度

均与 3种颗粒物沉降通量呈显著相关（p < 0.05），且
相关性方向一致（图 3a）。其中，风向与颗粒物沉降

通量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相对较高，PM2.5、PM10

和 TSP的相关系数 r 分别为−0.45、−0.48和−0.50；
相对湿度与 3种颗粒物沉降通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p < 0.001）；滩面水位与 3种颗粒物沉降通量均呈

显著正相关（p < 0.01），且相关系数随颗粒物粒径增

加而增强；温度与 3种颗粒物沉降通量均呈显著负

相关。相比之下，植被站中环境因子与颗粒物沉降

通量的相关性较弱（图 3b）。其中，温度与 PM2.5、

PM10 及 TSP均呈显著负相关（p < 0.05）；相对湿度

与 PM2.5 和 PM10 沉降通量呈显著正相关，而与 TSP
呈较弱的负相关；滩面水位与 TSP沉降通量呈显著

负相关（r = −0.38，p < 0.001）；风向与部分颗粒物沉

降通量呈显著负相关（p < 0.01），而风速与 3种颗粒

物沉降通量之间整体未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图 3b）。
在光滩站，TSP沉降通量与相对湿度呈显著正相关

（r = 0.48，p < 0.001）；温度与 TSP沉降通量呈显著

负相关，但与 PM2.5 和 PM10 沉降通量呈显著正相关

（图 3c）。风速、风向与颗粒物沉降通量的相关性整

体较弱，仅在部分情况下表现出统计学显著性（图 3c）。
总体来看，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温度

和相对湿度是影响不同生境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的

主要环境因子，滩面水位次之。相比之下，风速和风

向作为动力因子，其相关性相对有限，表明其对颗粒

物沉降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非线性特征，难以通

 

表 2    不同生境环境因子的统计特征

Tab. 2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different habitats

生境 风速/（m·s−1） 风向/（°） 相对湿度/% 滩面水位/m 温度/℃

潮沟站 6.35 ± 3.92 189.8 ± 103.62 56.59 ± 19.23 0.27 ± 0.14 15.78 ± 5.15

植被站 5.32 ± 3.04 123.42 ± 72.90 59.20 ± 17.10 0.07 ± 0.07 16.04 ± 4.82

光滩站 5.40 ± 2.79 221.76 ± 90.00 60.42 ± 14.46 0.28 ± 0.34 16.84 ±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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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别表示相关性在 p < 0.05、p < 0.01 和 p < 0.001 水平上显著。

图 3    不同生境环境因子与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的 Spearman相关分析

Fig. 3    Spearman’s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different habitats and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f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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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简单相关分析加以刻画。因此，有必要采用非线

性模型进一步对环境因子与颗粒物沉降通量之间的

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2.3    不同生境环境因子对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的贡献

鉴于 Spearman相关性仅反映环境因子与沉降

通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而实际环境中非线性响应更

为常见，因此需分析 5个环境因子与沉降通量之间

的非线性响应关系。本研究采用 GAM模型分析了

不同生境内颗粒物沉降通量对 5种环境因子之间的

动态响应。以 3种颗粒物沉降通量为因变量，以风

速、风向、相对湿度、滩面水位和温度为自变量，构

建多因素 GAM模型并讨论其响应特征。GAM多因

素模拟结果见表 3。
在 3种生境中，植被站的 GAM模型解释能力

最高，3种颗粒物沉降通量的模型决定系数 R2 值分

别为 0.699 8、0.654 0和 0.756 9。光滩站的解释能力

次之，潮沟站最弱，其中 PM2.5 沉降通量的解释能力

最低。滨海湿地颗粒物沉降过程受多重环境因子及

其交互作用的共同影响，呈现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现

有统计模型难以完全解释沉降通量的全部变化。此

外，潮沟水位波动、微地形变化及局部湍流过程较为

复杂，进一步降低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尽管不同模

型解释能力存在差异，但生境间模型拟合效果及主

导因子的变化仍具有明确的生态学意义。

图 4展示了不同生境中各环境因子对颗粒物沉

降通量的贡献率。总体而言，相对湿度的贡献率最

高，其次为风速和风向。各环境因子的贡献率在不同

粒径颗粒物及不同生境间存在明显差异（表 3，图 4）。
植被站表现出最强的因子–通量响应关系，其中

相对湿度和滩面水位对 PM2.5 和 PM10 沉降通量的

影响最为显著。相对湿度对 PM2.5 和 PM10 沉降通量

的贡献率最高，分别为 23.53% 和 22.91%，且均呈现

出显著的非线性效应（Edf ≈ 4，p < 0.001）。滩面水位

也具有显著影响（ΔR2 = 0.054 4 ~ 0.133 7），而风速、

风向和温度的贡献相对较小或不显著。对于 TSP，
风速的贡献最高（ΔR2 = 0.113 7，图 4）。在光滩站，

风向对 PM2.5 和 PM10 沉降通量的贡献最大（ΔR2 分

别为 0.170 6和 0.091 0），并呈现显著非线性效应

（Edf > 3，p < 0.01）。相对湿度为 TSP沉降通量的主

要控制因子（ΔR2 = 0.110 1），且呈显著非线性关系

（Edf ≈ 3.9，p < 0.001），其余因子贡献较小。潮沟站

中，风速和相对湿度对颗粒物沉降通量的贡献相对

较高。对于 PM10，相对湿度贡献最大（ΔR2 = 0.140 2），
其次为风速（ΔR2 = 0.086 8），且二者均呈显著非线性

关系（p < 0.001）。对于 TSP，相对湿度、风向和风速

的贡献相近（ΔR2 = 0.059 7 ~ 0.077 0），均表现出显著

的非线性特征（Edf ≈ 3 ~ 4，p < 0.001）。
综上所述，不同生境中环境因子对颗粒物沉降

通量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但总体上以相对湿度为

主导因子，其次为滩面水位、风向和风速。相对湿度

在多个生境及不同粒径颗粒物中均表现出较高的贡

献率，并呈现出稳定且显著的非线性响应特征，而其

他因子的影响则随不同生境和颗粒物粒径变化。上

述结果表明，颗粒物沉降过程受关键环境因子的显

著非线性调控。为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机制，有必要

结合偏效应曲线分析关键环境因子的具体响应过程。

 2.4    不同生境上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对环境因子的

响应

为进一步探究关键环境因子与颗粒物沉降通量

之间的响应关系，绘制了如图 5 ~ 7所示的平滑曲线。

总体而言，各关键环境因子的平滑项均表现出明显

的非线性特征，在不同取值区间内对应的偏效应存

在差异，表明颗粒物沉降过程受环境因子的阶段性

调控。

在潮沟站，相对湿度和风向对 PM10 和 TSP沉

降通量的偏效应较为突出，整体呈现先增强后减弱

的趋势。当相对湿度处于 30% ~ 40% 区间时，偏效

应值较高且为正；在 60% ~ 80% 区间内，对 PM10 仍

表现为正偏效应，但作用强度有所减弱。风向在

100° ~ 150°范围内对应较高的正偏效应值。在植被

站，相对湿度对 PM2.5 和 PM10 沉降通量的偏效应较

为显著，在较高湿度条件（> 80%）下，其偏效应整体

处于较高正值水平。此外，TSP沉降通量对风速变

化也表现出一定敏感性，在低风速条件下正偏效应

值相对较高。在光滩站，PM2.5 沉降通量对风向变化

较为敏感，在 100° ~ 150°范围内对应较高正偏效应

值；TSP沉降通量对相对湿度的响应也表现出明显

的区间差异，不同湿度条件下偏效应方向和强度存

在差异。

综合来看，较高的相对湿度、较低的风速及特定

风向条件总体上更有利于颗粒物沉降。平滑曲线结

果进一步表明，不同生境中关键环境因子与颗粒物

沉降通量之间普遍存在非线性响应关系，且其作用

强度随环境条件变化而变化。

 3   讨　　论

 3.1    不同生境对大气颗粒物沉降效果的影响

不同生境中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存在显著差异

（图 2），表明生境条件通过改变地表结构及近地表

气动力过程，对颗粒物沉降与再悬浮产生重要影响。

在滨海湿地中，植被覆盖、水分条件及微地形变化通

过改变地表粗糙度和近地表湍流结构，调节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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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生境环境因子对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的平滑项检验结果及变量贡献率

Tab. 3    Significance tests of smooth terms and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fluxes across different habitats

站点 通量类型 平滑效应变量 Edf p ΔR2 R2

潮沟站

PM2.5

s（风速） 3.44 < 0.001 0.098 8

0.229 8

s（风向） 3.32 < 0.001 0.080 6

s（相对湿度） 1.00 < 0.01 0.030 8

s（滩面水位） 3.13 0.080 0.020 2

s（温度） 3.10 0.064 0.011 5

PM10

s（风速） 3.65 < 0.001 0.086 8

0.368 4

s（风向） 1.63 < 0.001 0.048 1

s（相对湿度） 3.83 < 0.001 0.140 2

s（滩面水位） 2.94 0.155 0.019 7

s（温度） 3.24 < 0.05 0.017 6

TSP

s（风速） 3.28 < 0.001 0.059 7

0.477 4

s（风向） 3.36 < 0.001 0.071 2

s（相对湿度） 3.74 < 0.001 0.077 0

s（滩面水位） 1.00 0.664 −0.002 1

s（温度） 3.59 < 0.001 0.049 4

植被站

PM2.5

s（风速） 1.43 0.643 0.001 2

0.699 8

s（风向） 2.87 0.073 0.021 7

s（相对湿度） 3.92 < 0.001 0.235 3

s（滩面水位） 3.29 < 0.001 0.054 4

s（温度） 1.00 0.273 −0.001 0

PM10

s（风速） 3.07 0.076 0.025 2

0.654 0

s（风向） 1.00 0.958 −0.003 0

s（相对湿度） 3.92 < 0.001 0.229 1

s（滩面水位） 3.58 < 0.001 0.133 7

s（温度） 1.00 0.144 0.004 5

TSP

s（风速） 3.73 < 0.001 0.113 7

0.756 9

s（风向） 2.74 < 0.05 0.017 3

s（相对湿度） 2.40 0.065 0.023 0

s（滩面水位） 2.41 < 0.001 0.044 5

s（温度） 1.00 0.775 −0.001 6

光滩站

PM2.5

s（风速） 2.85 < 0.01 0.059 6

0.403 4

s（风向） 3.59 < 0.001 0.170 6

s（相对湿度） 3.69 < 0.001 0.058 1

s（滩面水位） 1.00 0.622 −0.003 7

s（温度） 2.74 < 0.05 0.032 9

PM10

s（风速） 2.22 0.179 0.017 6

0.299 1

s（风向） 3.35 < 0.01 0.091 0

s（相对湿度） 3.58 < 0.01 0.040 4

s（滩面水位） 1.00 0.776 −0.004 8

s（温度） 3.27 < 0.05 0.029 4

TSP

s（风速） 1.00 0.975 −0.003 4

0.492 2

s（风向） 1.00 0.486 −0.001 2

s（相对湿度） 3.88 < 0.001 0.110 1

s（滩面水位） 1.00 0.929 −0.003 4

s（温度） 3.46 0.051 0.023 5
注：Edf 表示有效自由度，衡量模型中平滑函数的复杂度。模型R2用于评估GAM模型对颗粒物沉降通量变异的整体解释能力。不同环境因子的变
量贡献度通过逐一剔除单个解释变量后模型R2的下降幅度ΔR2进行评估，ΔR2越大，表明该变量对沉降通量变异的独立解释作用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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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垂直输送过程。

植被覆盖是影响颗粒物沉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可通过植被捕获、提高地表气动粗糙度、耗散气流动

能及调节近地层湍流结构等方式稳定颗粒物沉降过

程[31−33]，减少颗粒物再悬浮频率[34]，从而提升沉降通

量并减小通量波动。类似机制在其他生态系统中亦

有报道。例如，Barbano等[31]在意大利城市社区开展

的模拟实验表明，树木能够通过限制局部环流和降

低湍流强度来抑制气流。已有研究[35−37]指出，植被

通过吸附、截留等方式捕获大气颗粒物，降低其在空

气中的浓度。植被站内优势种盐地碱蓬虽株高较低

且叶面积有限，单株滞尘能力相对较弱，但其分布密

集、覆盖范围广，可显著提高地表粗糙度[38]，增加颗

粒物与地表的接触频率，从而促进可吸入颗粒物的

沉降[39−40]。受上述机制共同作用，植被覆盖对沉降

通量波动具有明显调节作用，该特征在 TSP中表现

尤为明显。通量波动程度总体呈现“光滩站 > 潮沟

站 > 植被站”的规律，与植被覆盖梯度一致。此外，

不同粒径颗粒物在植被站的沉降通量存在明显差异。

PM2.5 和 PM10 粒径较小，更易受湍流扩散和气流输

送影响，因而净沉降通量较高。相比之下，TSP粒径

较大，惯性效应更强，更易受风速扰动和地表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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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生境不同环境因子对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贡献率的雷达图

Fig. 4    Radar chart illustr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various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flux across different habi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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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潮沟站环境因子对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影响的 GAM 平滑响应曲线

Fig. 5    GAM-smoothed response curves showing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flux at the Tidal Creek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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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植被站环境因子对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影响的 GAM 平滑响应曲线

Fig. 6    GAM-smoothed response curves illustrating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flux at the Vegetation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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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影响而发生再悬浮，从而削弱其净沉降通量。

与植被站相比，潮沟站中 3种颗粒物的再悬浮

现象更为明显，该过程可能受微地形特征及潮汐水

动力的协同影响。潮沟凹陷微地形会改变近地层风

速分布，增强气流剪切作用并调整湍流结构[41]，从而

提高颗粒物再悬浮的发生频率。同时，潮汐往复及

潮沟水位变化使地表粗糙度处于动态变化状态，进

一步加剧了沉降过程的不确定性。光滩站由于缺乏

植被覆盖，裸露地表的表面粗糙度较低[42]，近地表风

速相对较大[43]，在增强 TSP动力输送的同时，也可

能加剧再悬浮风险[44]。此外，光滩站缺乏植被缓冲

作用，地表水位变化更易引起粗糙度和湍流结构的

剧烈波动，从而增强颗粒物沉降过程的不稳定性。

然而，从整体特征来看，光滩站 TSP的再悬浮强度

相对较低，这可能与其长期受潮汐积水影响有关。

较高的地表湿度能够增强土壤黏性，提高地表颗粒

物附着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再悬浮过程。

与森林、草原等相对稳定的陆地生态系统相比，滨海

湿地地表结构不均匀程度更高，且受潮汐作用影响

显著。滩面水位的周期性变化导致地表粗糙度和下

垫面性质在短时间尺度内频繁改变，从而使颗粒物

沉降与再悬浮过程呈现出更强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

总体而言，不同生境下沉降通量及其波动特征

的差异，主要反映了地表结构与水文、气象过程协同

作用下的综合调控效应。在滨海湿地中，植被覆盖

可促进颗粒物沉降并稳定其通量变化；而潮沟站及

光滩站地表受水动力和地形扰动影响，易发生再悬

浮，导致沉降过程波动较大。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生

境的空间位置及微地形条件也可能影响局地气象条

件，但由于本研究站点距离较近且已纳入主要气象

因子进行分析，故生境差异仍被认为是重要影响因

素。未来仍需通过多尺度观测进一步区分地形与生

境结构的相对贡献。

 3.2    环境因子对大气颗粒物沉降效果的影响强度

在不同生境条件差异的基础上，环境因子对颗

粒物沉降通量的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相关性强度及

贡献率的差异上。总体而言，相对湿度是各生境中

对颗粒物沉降影响最为显著的关键因子，在不同粒

径颗粒物中均表现出显著相关性及较高的贡献率

（表 3，图 3、4）。在植被站和光滩站，相对湿度对

PM2.5、PM10 和 TSP的沉降过程均具有显著控制作

用。在较高相对湿度条件下，颗粒物易发生吸湿增

长和粒径增大，进而提高沉降效率[45−47]。同时，高湿

环境往往伴随降雨发生，通过湿沉降进一步强化颗

粒物去除作用，尤其对 TSP影响更为显著[48]。与城

市绿地和草地生态系统类似，相对湿度和降雨对颗

粒物沉降具有重要调控作用。例如，Yao等[49]发现降

雨量是解释城市绿地中 PM2.5 和 PM10 变化的关键

因子；Wang等[48]进一步发现，降雨量会加速草本植

物叶片表面颗粒物的溶出，从而增强植物对颗粒物

的滞留作用。在滨海湿地中，相对湿度除受降雨控

制外，还受潮汐过程和潮沟水位变化的影响，其变化

更加频繁且具有周期性，从而可能进一步强化其对

颗粒物沉降过程的调控作用。

相比之下，风速和风向对颗粒物沉降通量的影

响次之，整体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表明动力条件增强

可能促进颗粒物再悬浮过程，从而削弱净沉降通量。

风向主要反映不同来流方向所对应的颗粒物输送路

径及局地风场结构差异[50]。在潮沟站和光滩站，风场

因子对颗粒物沉降通量的贡献率相对较高，而在植

被站中则表现较弱。这可能与植被削弱了近地表气

流，限制了风场因子对颗粒物沉降过程的影响有关。

滩面水位在多数情况下对可吸入颗粒物沉降

的贡献有限，但在植被站中表现出相对显著的影响

（表 3，图 4），表明其主要通过调控地表气动粗糙度

及植被生理状态影响沉降过程。已有研究表明，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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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光滩站环境因子对大气颗粒物沉降通量影响的 GAM 平滑响应曲线

Fig. 7    GAM-smoothed response curves showing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deposition flux at the Tidal Flat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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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程度变化会影响地表气动粗糙度[51]。植被站的气

动粗糙度较高，其受影响程度也较大。此外，滩面水

位起伏可能通过调节盐地碱蓬的水分状态影响其生

理过程，如改变叶片湿润程度及气孔开闭状态，进而

影响其对颗粒物的捕获与吸附能力。有研究表明，

淹水条件可降低气孔导度并抑制光合作用过程[52]，

而叶片表面湿润度的增加则有助于增强颗粒物的滞

留能力。因此，在植被站，滩面水位通过同时调节地

表气动力结构和植被生理状态，对颗粒物沉降过程

产生综合影响，从而在该生境中表现出更为显著的

调控作用。

综上所述，不同环境因子对颗粒物沉降通量的

调控作用存在差异。其中，相对湿度在各生境中均

表现为主导因子，通过促进颗粒物吸湿增长及湿沉

降过程，显著增强沉降作用。风场因子主要通过影

响颗粒物输送与再悬浮过程发挥调控作用，而滩面

水位作为滨海湿地特有因子，则通过改变地表气动

力结构及植被状态，对沉降过程产生综合影响。在

不同生境条件下，上述因子的作用方式及重要性存

在差异，共同决定了颗粒物沉降过程的空间异质性。

 3.3    大气颗粒物沉降对主导环境因子的响应模式

总体来看，不同生境条件下对颗粒物沉降通量

贡献率较高的环境因子，其作用过程普遍表现出显

著的非线性特征，并在特定取值范围内存在有利于

沉降的响应区间，即沉降通量对应较高正偏效应的

区间（图 5 ~ 7）。
在各类环境因子中，相对湿度对颗粒物沉降的

影响最为显著。当相对湿度处于 30% ~ 45% 及高于

80% 的区间时，3种颗粒物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正

偏效应（图 5 ~ 7）。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较为一致，

即中高湿环境有利于增强颗粒物吸湿沉降[53]。在生

境差异方面，植被站由于地表存在植被覆盖，高湿条

件可能通过增强叶面润湿与颗粒物黏附作用，提高

可吸入颗粒物的截留效率；而在光滩站，高湿条件更

可能促进粗颗粒物吸湿增长及粒径增大，从而提高

其沉降效率。风场因子作为影响颗粒物输送与再悬

浮的重要动力条件，在沉降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结果表明，在东南风条件下，颗粒物沉降通量表

现出相对较高的正偏效应（图 5、7），这可能与高湿

气团输送和局地微气象环境的形成有关。在潮沟站，

当主导风向与潮沟延伸方向一致时，气流在沟道内

可能发生导流作用，进而改变近地层气流结构和地

表剪切应力，并进一步影响颗粒物再悬浮与输送过

程[41]。同时，潮沟站和光滩站地表较为裸露，使得颗

粒物对风向变化更为敏感。风速主要通过调节湍流

强度和再悬浮过程影响沉降通量；在低风速条件有

利于颗粒物沉降，而较高风速会增强再悬浮作用，从

而降低净沉降强度[44]。

综上，不同环境因子对颗粒物沉降通量的影响

普遍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响应特征，并在特定取值

范围内表现出对颗粒物沉降的增强效应。受潮汐及

水文过程影响，滨海湿地环境因子变化频繁且具有

周期性，使上述最优响应区间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

进一步增强了颗粒物沉降过程的复杂性。

 4   结　　论

滨海湿地不同生境通过改变下垫面结构和微气

象条件，形成了差异化的大气颗粒物沉降调控机制。

（1）生境通过调节地表粗糙度与近地表气动力

过程，改变颗粒物沉降与再悬浮的相对强度，从而导

致沉降通量及其波动特征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植被覆盖通过增加地表粗糙度和削弱气流扰动，增

强了 PM2.5 和 PM10 的拦截与稳定沉降能力；而光滩

站与潮沟站受水动力和地形扰动影响显著，再悬浮

过程活跃，使沉降过程呈现出较强的不稳定性。

（2）不同生境条件下，环境因子对颗粒物沉降通

量的调控作用存在显著差异。相对湿度在各生境中

均为主导因子，对沉降通量具有较强且稳定的解释

能力；风场因子主要通过影响输送与再悬浮过程发

挥调节作用，其影响在植被覆盖条件下有所减弱；滩

面水位则表现出明显的生境差异，在植被站中作用

更为显著。不同因子的作用方式和重要性差异导致

颗粒物沉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3）环境因子与沉降通量之间普遍存在显著的

非线性响应关系，不同因子对应特定的有利沉降取

值区间。其中，较高的相对湿度、偏南风向和较低的

风速对应较高的沉降通量正偏效应。这一结果为通

过调控微气象条件或优化生境结构以增强颗粒物沉

降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研究从气象因子角度揭示了不同生境条件下

大气颗粒物沉降的差异及其非线性响应特征，但在

机制解析与尺度拓展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基于植被

生境显著促进细颗粒物沉降的结果，未来可引入植

被因子，量化盐地碱蓬群落结构（如覆盖度、株高和

叶面积指数）与沉降效率之间的关系，以深化植被作

用机制。同时，针对相对湿度的主导作用，可结合颗

粒物化学组成，探讨水溶性离子及重金属等成分在

沉降过程中的差异及吸湿增长的影响。在尺度上，

可结合区域模型开展多尺度研究，评估滨海湿地对

区域颗粒物削减的贡献。在应用层面，可通过优化

植被结构和调节水位等方式提升湿地对颗粒物的削

减能力。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每类生境中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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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1个代表性观测样点，研究结果主要反映典型生

境条件下颗粒物沉降过程的差异特征，未来仍需增

加空间重复样点，以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此外，由于本研究观测时间主要集中于春季，时间尺

度相对有限，未来仍需在不同季节条件下开展长期

连续观测，以进一步验证相关机制的稳定性与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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